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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夏衍（中）与电影导演谢晋（右）、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左）在一起讨论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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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夏衍诞辰125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
年。在夏衍所兼具的多种文化身份中，剧作家无疑是他最为
重要的一个。他创作的一系列电影与话剧剧本，不仅艺术特
色鲜明、美学风格独到，更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与话剧史上的
经典之作，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此外，他与
同时代剧作家之间那种同道相济、坦诚相诤又惺惺相惜的
深厚情谊，也早已成为我国文艺界广为传颂的佳话。

一

1932年，已在文艺界小有名气的夏衍应明星影片公司
邀请，并经中央文委批准，与阿英、郑伯奇担任该公司的编
剧顾问，正式进入电影界。此前，他虽对电影感兴趣，写过几
篇评论文章，但没有创作过电影剧本。因此，为了掌握电影
编剧技巧，他一方面经常带着手电筒和笔记本去电影院看
电影，边看边记录，注重把握电影蒙太奇技巧；另一方面则
虚心向郑正秋等前辈学习请教。郑正秋既是明星公司的主
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也是一位经验丰富、创作丰硕、颇
有影响的电影编剧和导演。夏衍对他十分尊敬，从他那里学
到了不少编剧经验。

1989年，郑正秋诞辰100周年时，夏衍曾撰写发表《纪
念郑正秋先生》一文，高度评价郑正秋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认为：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
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给中国电影事业
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先驱者们走过来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从引进、模仿、
尝试到创新，正秋先生对新生的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
是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铭记的”。他还回忆说：当时“为了学
习，我从明星公司调看了正秋先生自编自导的《孤儿救祖
记》。接着，又在1934年春看了当时轰动影坛、在上海连续
放映了60天的《姊妹花》，这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一部划时期
的杰作”。这使夏衍从中受益匪浅。同时，“也是为了学习，有
一次我问他：要拍一部好电影，既要有意义，又要受观众欢
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编剧、导演，还是明星？他回答说：都
重要，但是我的经验是，编剧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都
要记住两点，一是情理，二是分寸。这几句话对我印象很深，
启发很大，我不止一次反复地宣传过他的这一观点”。这种
观点后来也体现在夏衍的电影创作中，他的剧作无论是情
节叙述，还是人物刻画，都很讲究“情理”“分寸”，不仅对生
活的反映真实可信，而且人物的情感表达也恰到好处。

与此同时，夏衍还向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比他早进
入电影界的左翼进步电影人学习。洪深于1921年从美国留
学回国后便投身电影事业，1924年创作的历史题材电影剧
本《申屠氏》是中国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完整电影剧本，1931
年创作的《歌女红牡丹》则是国产电影的第一部有声片剧
本。洪深既写剧本，又担任导演，为中国电影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同时，洪深与明星公司“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
剑云关系密切，被视为他们的“智囊”。因此，夏衍等左翼作
家若要在电影界立足并开展左翼电影运动，必然需要洪深
的大力支持。

夏衍与洪深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其帮助下打开了电
影界的大门。后来，在洪深50岁生辰时，夏衍曾撰写发表
《为中国剧坛祝福——祝洪深先生五十生辰》一文，对他给
予高度评价，认为：“洪深先生热情、勇敢，关切民族国家的
命运，在同时代的文化工作者中，可以说是最难能可贵的一
个。他从不离开时代，从不离开社会，从不把自己和民族国
家的命运隔绝，他永远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同忧喜。因此，
从他的著作、剧本和电影，乃至他的工作态度来看，他是一
个彻底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此文发表后，洪深专门写
信给夏衍，说：“只有你敢于、能够说到我的本质，讲出了我
的缺点、弱点，我非常高兴。”正因为如此，活跃在电影界和
戏剧界的洪深始终与夏衍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夏衍与田汉相识较早，1923年便有书信往来。1924
年，在日本留学的夏衍暑假期间回到上海探望田汉，恰逢田
汉带领人员拍摄他创作的影片《到民间去》，便邀请夏衍担
任临时演员。1930年，他们同为“左联”的发起人和“左翼剧
联”的负责人。1933年，夏衍担任党的“电影小组”组长，领
导左翼电影运动时，田汉也是这一运动的主将，创作了多部
有影响的电影剧作。两人合作编剧的影片《风云儿女》影响
深远，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还被
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评价
田汉：“田汉是现代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作中国的‘戏剧
魂’。他从‘五四’时期就和郭沫若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
闯将，是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家。”同时，夏衍
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田汉的缺点，如“过分的天真、缺乏警惕、
感情用事”等。这种真诚相待的态度，使他们的友谊持续了
半个世纪。田汉逝世后，1979年夏衍还撰写发表了《悼念田
汉》一文，回忆两人相识相交的过程，并对田汉作出了较为
全面的评价。

正是通过夏衍自己的勤奋努力，以及与其他电影剧作

家在创作中的相互探讨切磋，他相继创作了一系列有特色、
有影响的电影剧作。他的第一部电影《狂流》上映后，被评论
界认为是“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是“明星公司划时代转
变的力作”，是“中国电影界有史以来最光明的开展”。此后，
他改编的《春蚕》是我国现代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首次尝
试。他创作的《上海24小时》上映后，被郑正秋称为“国产影
片中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此后，他不断有新作问世，均产生
较大影响。

由于当时客观环境严酷等原因，他编剧的《自由神》署
名司徒慧敏，《压岁钱》署名洪深，《摇钱树》和《恋爱之道》署
名欧阳予倩；他还与郑正秋、洪深等合作编剧《女儿经》，与
郑伯奇、阿英合作编剧《时代的儿女》，与葛琴合作编剧《风
雨江南》。由此也可看出夏衍与这些朋友的亲密关系。

1985年出版的《夏衍电影剧作集》收入了《狂流》《春蚕》
《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压岁钱》《祝福》《林家铺子》《革
命家庭》《憩园》《烈火中永生》10部电影剧作。柯灵为该书所
写“序言”中说：“蔡孑民老人称鲁迅先生为新文学开山，而为
新电影开山的，夏衍同志可以当之而无愧。高山仰止，心驰神
往而已。”2000年出版的《夏衍电影文集》（第3卷）除收入
上述10部电影剧作外，还收入了《前程》《同仇》《女儿经》《风
云儿女》《自由神》《摇钱树》《白云故乡》《恋爱之道》和《风雨
江南》，全面反映了夏衍电影剧本创作的全貌。

二

夏衍在从事话剧剧本创作之前，曾于1923年翻译过日
本文学家菊池宽的著作《戏曲论》。当时他在日本留学，在上
海没有熟人，便将书稿寄给田汉，托他介绍出版。经田汉推
荐，该书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1929年10月，夏衍受党组织委派，与郑伯奇等人成立
了上海艺术剧社。1930年1月，上海艺术剧社举行首次公
演，演出3个外国剧目，夏衍担任其中德国剧作家米尔顿的
《炭坑夫》一剧的导演，田汉、洪深、应云卫等戏剧界知名人
士都观看了演出并给予好评。此后，上海艺术剧社又举行了
第二次公演，演出了冯乃超的《阿珍》等两部剧作，夏衍负责
舞台照明工作。因此，夏衍在创作话剧剧本之前，已经基本
掌握了话剧的艺术规律，这为他以后创作时进行大胆的艺
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夏衍在话剧界也有许多真诚相待的朋友，大家携手共
进，不断推进中国话剧事业的繁荣发展。1935年，夏衍创作
了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和《中秋月》。翌年6月，上海星期实
验小剧场在新光大戏院演出《都会的一角》时，因被认为剧
中有“东北是我们的！”台词而遭到当局禁演。同年，夏衍创
作的历史剧《赛金花》由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
演，洪深担任执行导演。该剧借鉴运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技
巧，在艺术形式上颇有新意。同年，夏衍还完成了多幕历史
剧《自由魂》（又名《秋瑾传》）的创作。

1937年，他应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之约创作了多幕剧
《上海屋檐下》。这部现实主义杰作不仅标志着夏衍话剧
创作的成熟，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该剧巧
妙借鉴电影的分割银幕技巧，展现了上海一幢普通弄堂
房子的横断面，通过五户人家平庸、痛苦的生活状况和喜
怒哀乐，真切反映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和追求，折射
出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在朴素自然的艺术描写中，
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内涵。该剧此后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

佳作，久演不衰。
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指导组建了

多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
时，他及时创作了广播剧《七二八的那一天》、独幕剧《咱们
要反攻》，并与阿英、于伶、郑伯奇、陈白尘等在沪剧作家集
体创作了多幕话剧《保卫卢沟桥》，还与郭沫若、田汉率领文
艺界人士赴淞沪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此后，夏衍担任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总编辑，开
始了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等地的新闻工作。在此期间，
他除撰写大量时评、政论、杂文、随笔、剧评、书评等文章外，
话剧创作是其最主要的文学活动。他先后创作了《一年间》
《心防》《愁城记》《水乡吟》《法西斯细菌》《离离草》《芳草天
涯》等多幕剧，以及《赎罪》《娼妇》《冬夜》等独幕剧，并将托
尔斯泰的著名小说《复活》改编成多幕话剧。同时，他还与于
伶、宋之的合作创作了多幕剧《戏剧春秋》《草木皆兵》。他的
剧作大多描写小市民和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的命运遭遇和
思想情感变化，赞颂抗日志士，鞭挞民族败类，激励和启迪
广大民众积极投入抗战。无疑，他是该时期最重要、最有影
响的优秀剧作家之一。

在夏衍创作的上述话剧中，有些剧作的灵感和人物原
型源自剧作家朋友的经历。例如，他在《忆阿英同志》一文中
曾说：当时阿英、于伶、李健吾、黄佐临等坚守上海“孤岛”，
以坚韧的精神与敌人抗争。“这一时期我奔走在广州、桂林、
香港、重庆，每想起在孤岛奋战的旧友，常常夜不成寐。我曾
写过一个剧本《心防》，借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佩和忧煎。”
夏衍十分珍惜与这些剧作家朋友的友情。对于李健吾，夏衍
在《忆健吾》一文中叙述了他们的交往与情谊，并列举了两
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健吾这个人和我没有共过事，往来也
不算多，可是提起他，心里会感到温暖，一股深挚的敬爱之
情会涌上心来。抗战时期我一直在所谓大后方，他却在上海
这个极端艰险的地方，自告奋勇地当了我的‘著作人权益代
理’。也就是这种义勇行为感动了我，所以一九四五年抗战
胜利，我回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第一个要探访的
就是他。”

文学评论家唐弢曾以《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为题，
为1984年出版的《夏衍剧作集》作序，他认为：“夏衍同志本
人的剧本是：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故事多半发生在上海或
者别的他曾经住过的城市。他以爱国主义为中心，展示了形
形色色的社会相——首先是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相。
风土人情，扑面照眼，生活气息浓郁，笔墨渗透了感情。他的
每一个剧本，都像一首抒情诗，不过我得赶紧声明，这不是
一般抒情诗，而是政治抒情诗。夏衍同志从来不忘政治。”夏
衍话剧剧作的诗意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确自成一家、别具
一格，值得传承和弘扬。

夏衍与同时代剧作家们的交往，不只是个人之间的友
情，更是那个时代文艺工作者团结互助、共同奋斗的生动写
照。他们在艰难环境中相互支持、切磋砥砺，不仅推动了中
国话剧和电影的发展，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
夏衍诞辰125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这个特殊时刻，
回望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先辈的缅怀，更是对今天文艺工作
者的鞭策。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精神，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心声、贴近人民生活的优秀作
品，让中国的文艺事业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作者系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夏衍研究专委会理事长、复
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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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西藏题材电影
成为我国电影中独特而醒目
的风景线，涌现出《雪豹》《气
球》《冈仁波齐》《阿拉姜色》等
一大批优秀作品。近日上映
的电影《洛桑的家事》为这条
风景线再添一抹动人的色
彩。影片由张国栋执导、芦苇
编剧，围绕西藏乡村的一场车
祸展开叙事。洛桑唯一的孙
女央金被腿有残疾且无驾照
的豆拉伽酒后驾驶拖拉机撞
成高位截瘫，这场飞来横祸将
三个家庭卷入了命运的旋
涡。在是与非、情与法的纠葛
中，影片谱写了一首朴素纯挚
的人性诗篇。

《洛桑的家事》没有呈现
一个传奇式、奇观化的西藏，
而是以近乎纪实的拍摄手法，
描绘当地的社会生活与风土
人情。影片的叙事手法简约
而质朴，体现出鲜明的日常现
实主义风格。创作者没有依
赖特效元素或宏大场面，而是
围绕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展
开，依托西藏的山水草木、藏
族民居、游牧生活等自然环境
和人文景观，从三个家庭的小
切口开掘人性与生命的大主题。虽然影片后半段也有

“暴风雪夜接生”“人狼对峙”等颇具戏剧张力的段落，但
这些戏剧冲突是随人物命运自然展开的，并未破坏整体
的真实氛围，反而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影片对藏族文
化元素的运用也自然而内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并未
将这些特殊的民俗风物进行符号化处理，而是将它们还
原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细腻捕捉到传统与现代的交
融：转经筒与智能手机在帐篷里共享微光，酥油茶的热气
与可乐的气泡在木桌上共舞。这种内视化、平视化的视
角，使故事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让人感受到洛桑的家事其
实就是我们周遭普通人的故事。

围绕洛桑、豆拉伽、卓玛等几位主要人物，影片构筑
起充满矛盾与张力的人物关系，并借此探讨了传统伦理
与现代观念的碰撞。受害者的祖父洛桑与肇事者豆拉伽
构成了影片中最核心的对立关系。在带着孙女央金四处
求医无果后，洛桑心疼她的不幸命运，誓将肇事者豆拉伽
送入监狱，甚至强硬地回绝村长和已出家的小儿子的劝
说，展现出传统家长的权威与决绝。然而，这个看似固执
专断的老人，在看到豆拉伽贫困的家庭状况后，却主动放
弃了早已拟好的赔偿协议。影片对人物行为转变的铺垫
细致且令人信服。豆拉伽同样并非简单的反面角色。他
嗜酒如命、无证驾驶，导致悲剧发生，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和道德谴责。但他同时也是位命运多舛的残疾人，独自
抚养两个孩子，维持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在乡村秩序中属
于边缘人物。演员金巴将人物的挣扎与救赎演绎得层次
分明，让观众在谴责其过错的同时，也能对他的生存困境
产生一丝理解与同情。

与洛桑为代表的传统父辈形成对照的，是卓玛这一
角色所代表的现代女性形象。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卓玛
是现代藏族知识女性的化身。医学知识使她在乡村生活
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小到感冒发烧，大到接生，业务能力
精湛的她是当地村民可靠的守护者。她身上体现出强烈
的独立意识：宁愿冒着风雪也要赶到牧民家中为其治病，
宁愿与丈夫离婚也要照顾两个侄子。她游走在洛桑与豆
拉伽之间，成为连接两个家庭、推动和解的关键力量。

与卓玛相比，诺日的妻子代表了更为传统的藏族女
性形象。她善良、悲悯、勤劳，生儿育女、照顾家人、孝敬
长辈，即便怀着身孕也要远赴冬牧场协助丈夫放牧。卓
玛与她之间的姐妹情谊，既体现出女性互助的色彩，也展
现出当代藏族女性的新面貌。她们身处传统伦理与现代
观念之间，既传承了持家有道的家庭观念，又不断孕育着
独立自主的性别意识。

在呈现人性复杂的基础上，影片并没有一味放大人
物之间的冲突，而是通过对角色内心的细腻刻画，探讨了
超越苦难的宽恕与救赎。促使洛桑最终放弃起诉和赔偿
的，不仅是他目睹了豆拉伽的家境贫寒，也在于豆拉伽顶
风冒雪救援诺日妻子的赎罪之举。村主任的调解、法律
的威慑等都是推动恩怨化解的外部因素，但最终的和解
源于人物内心的善良与本真，源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悲
悯、共情与信仰的力量。它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深的痛
苦中，人们仍然能够找到希望和力量，实现自我与他人的
救赎。这使影片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和文化界限，触及普
遍意义上的人性。《洛桑的家事》尽力呈现人性本身的复
杂、含混与幽微，这种真实感，正是影片能够触动观众内
心的基石。

与此同时，影片也巧妙展现了法律与人情的碰撞。
洛桑最初选择诉诸法律，誓要将豆拉伽送入监狱，是对规
则和正义的正当诉求。然而在具体情境中，简单的法律
裁决并非解决复杂人性问题的唯一答案。影片并未否定
法律的重要性，而是提示在法条之外，人情、谅解与慈悲
同样是维系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部影片中，
信仰并非一种外在的仪式，而是内化为人物行为逻辑和
价值观的一部分。它给予人物面对苦难的韧性，也提供
了寻求和解的精神资源。

片尾，央金尝试依靠栏杆自己站起来，但影片并未交
代她是否成功，而是以开放式结局给观众留下想象空
间。不过，向上的姿态与升格镜头的运用，显然暗示着希
望与重生，也展现出生命在磨难中的不屈。由此，影片将
一个西藏家庭的家事，升华为一曲关于宽恕、救赎与坚韧
的人性颂歌，为我们理解生活提供了一个温暖而有力的
视角。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艺时光机文艺时光机

1960年，戏剧家们在北京张自忠路欧阳予倩家中，左起：陈白尘、
阳翰笙、张庚、夏衍、欧阳予倩、田汉、李伯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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